手工艺的传统——对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的再认识

徐艺乙 南京大学历史系

内容摘要
内容摘要：中国的知识体系，一类是以文字为媒介的知识体系；一类是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记录方式传播和传授的知识。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属于第二类，具体涉及到手工艺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与器物的选择、使用、维护、保存等的社会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质、规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在当代，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长期以来，为了方便传承和传播，人们将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制作工艺和器物使用的范式、程序、口诀以及故事等，并通过传统手工艺的父子、师徒、作坊和社会生活等的途径进行传承和传播。历史上各种手工艺的实践证明，在传统手工艺的实施过程中，对材料、工艺和形态等体系化的专门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如今，在继承传统、恢复和重建中国手工艺文化的进程中，应当对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予以重新认识，并且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传承或教学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和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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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传统手工艺能否继续传承发展？当代的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或教学的过程中，应当传授怎样的知识和技能？在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了传统手工艺（工艺美术）的从业人员、研究者和爱好者的面前。在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中国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进行再认识。
 中国的知识体系大致有两类，一类是以文字为媒介的知识体系，如中国历史上的“三坟五典”[1] 以及各种“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2] 和后来的书籍文献等的用文字记录的登堂入室的知识；一类是通过行为方式或其他非文字记录方式传播和传授的知识，如民间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常识和专门知识。（有的虽然刻印成书，但也只是在坊间闺阁中流传，或是于同道间秘传，从来不登大雅之堂。）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属于第二类，具体涉及到手工艺产品制作过程中的材料、工艺和形态等方面的专门知识与器物的选择、使用、维护、保存等的社会生活常识，以及与之有关的品质、规格、配置和传说故事等方面的内容。长期以来，传统手工艺的从业人员一方面在学习和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知识的传承，一方面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知识创新，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较为完整的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
 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之性质，是由其特质和传统所决定的。在当代，传统手工艺主要是指在前工业时期以手工作业的方式对某种材料（或多种材料）施以某种手段（或多种手段）使之改变形态的过程及其结果。长期以来，为了方便传承和传播，人们将与之相关的专门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制作工艺和器物使用的范式、程序、口诀以及故事等，并通过传统手工艺的父子、师徒、作坊和社会生活等的途径进行传承和传播。久而久之，形成了“知者创物，巧者述之，守之世”[3]的状况，传统手工艺的从业人员对自己所从事的专业技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实，历史上各种手工艺的实践证明，在传统手工艺的实施过程中，对材料、工艺和形态等体系化的专门知识的了解和把握是至关重要的。如今，在继承传统、恢复和重建中国手工艺文化的进程中，应当对传统手工艺之本体所体现和依托的知识体系予以重新认识，并且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传承或教学过程中必须予以重视和把握。




1-2. 刻辞卜骨 商代后期 安阳市殷墟小屯南地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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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曾子伯”铜盘 春秋 桐柏县月河出土 河南省博物馆




5.《三五历记》书影。《三五历记》又作《三五历》，为三国时代吴国人徐整所著，内容皆论三皇已来之事，为最早完整记载盘古开天传说的一部著作。

一、对材料的物理与物性之认识
 亘古以来，“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废一不可”[4]。自然天成的世间万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为手工艺的创造活动提供了最为基本的物质基础。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手工艺之发展，是在完整地认识和了解从自然界获取的材料之物理与物性的基础上进行的。在各种传统手工艺的实践过程中，选择和实施具体的工艺技术手段需要充分把握材料的物理；而在制作各类用途殊异的器物时，则需要充分了解不同材料的物性。灵活运用材料的物理和物性的知识，才能使传统手工艺及其产品完全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生活需求。
 在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中，物理是指自然材料的基本性质，如外形、比重、品相、色泽和结构、强度、成分、密度、含水率、含油率等。因此，在选择和利用材料时，需要重点考虑外形、比重、品相、色泽等因素；而在加工或合成某种材料时，则需要重点考虑结构、强度、成分、密度、含水率、含油率等因素。物性则来自人对于自然材料的综合感觉，“物各有性，性各有极”[5]，而“温凉寒热，物之性也”[6]，如“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7]。
 所以，在制作具体的手工艺产品而选择材料时，除了需要依据材料的物理进行选择之外，还必须从健康的角度对材料的物性予以考虑。中国人认为，“与其求疗于有疾之后，不若摄养于无疾之先。盖疾成而后药者，徒劳而已。”“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8]，于日常生活中调理身心以防患于未然，也是传统手工艺及其产品的功能指标之一。对传统手工艺及其产品的材料选择与功能配置的要求，也或多或少要考虑到这些方面的因素，其理由在于“凡物虽与人异，然莫不本天地之一气所生，特物得一气之偏；人得天地之全耳。设人身之气偏盛偏衰，则生疾病。又借药物一气之偏，以调吾身之盛衰，而使归于和平，则无病矣！
 盖假物之阴阳以变化人身之阴阳也。”[9]关于各种自然材料的物理和物性的知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实践逐渐累积起来的。在数十万年前，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为了生存，为了繁衍，在艰难的获取食物的过程中，在艰苦的采摘、打猎、种植、收获等的劳作实践中，通过观察惊心动魄而又有趣的自然现象，用他们逐渐发达起来的大脑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总结，开始对变化莫测的自然事物有所了解。“橘逾淮而北为枳，鸜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10]，是因为“离其本土，则质同而效异；乖于采摘，乃物是而时非。”[11]如此便是在对自然事物观察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形成的经验。随着对自然事物认识的深入，人们逐渐开始有目的地选择、利用各种形态天成的自然物来充作自己在劳动过程中的工具和日常生活的用品。在从自然界获取了大量的物质资料作为生活之需的同时，还学会了利用简单工具对自然物进行加工改造，使其形态与品质能够与当时的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相适应，从而累积起最初始的与各种自然材料相关的知识。
在中国民间的社会生活中，木材的应用极为广泛，故木作工艺技术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活动中占有较大的份额，所涉及的相关知识亦较为完备。“木乃植物，五行之一。性有土宜，山谷原隰。肇由气化，爰受形质。乔条苞灌，根叶华实。坚脆美恶，各具太极。色香气味，区辨品类。食备果蔬，材充药器。寒温毒良，直有考汇。”[12] 天然木材是由纤维素和木质素组成的天然复合材料，在一般破坏因素的长期作用下，仍然能够保持原有的使用性能。山西五台山南禅寺大殿建于唐代，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木结构建筑，于唐建中三年（782）重修后，至今已有1200 年，原建的木梁架和木斗栱从未修缮替换[13]，可见在选材和处理时是非常讲究的。一般情况下，遭到虫害或微生物侵蚀的木材是不能用作建筑材料的，古代“凡伐木，四月、七月则不虫而坚肕”[14]，是为了选择未遭虫害的优良木材。若是“凡非时之木，水沤一月，或火煏取干，虫皆不生。”[15] 将不含抗腐蚀物质的木材，采用一定的方式处理，可以使虫菌几乎无法繁殖，从而延长了木材的使用寿命。近代在大木作的工匠中流传着“干千年、湿千年，半干半湿用半年”的谚语，可以看作是古代关于木材选择和处理技术知识的另一种方式的延续。
 石材是传统手工艺中最为普通的材料。现代地球物理学认为，石材是构成地壳的矿物质硬块。而曾经有过漫长的石器时代经历的中国人，所拥有的关于石材的知识则更加丰富和有趣。所谓“石者，气之核，土之骨也。大则为岩巖。细则为砂尘。其精为金为玉，其毒为礜为砒。气之凝也，则结而为丹青；气之化也，则液而为矾汞。其变也：或自柔而刚，乳卤成石是也；或自动而静，草木成石是也；飞走灵含之为石，自有情而之无情也；雷震星陨之为石，自无形而成有形也。大块资生，鸿钧__炉韛，金石虽若顽物，而自动化无穷焉。”[16] 在古代科学技术的有限条件下，能够将石之物理及其变化说得如此明晰极为不易。古人又将“石之美者”[17] 叫做玉，进而据其物性引申为“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队，礼也。叩之其声淸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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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广东新会遍地生长的葵树，叶可以用来制作葵扇。




7. 绿松石 重66.4kg 长84cm 高26cm 湖北省郧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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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金锭 明• 永乐 湖北省博物馆


 瑕不揜瑜，瑜不揜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18]曾经在中国历史上辉煌一时的青铜工艺，所使用的青铜材料是古代中国人在掌握了多项单一金属材料的知识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合成材料，是铜和锡以及少量其他元素（如锌和磷等）的合金，呈青灰色或灰黄色，有着硬度高、强度大、耐磨、抗腐蚀等性能。中国古代的手工艺人通过制作青铜器的工艺实践，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合金材料技术的知识。先秦文献《考工记》记录了六类青铜器物的合金成分配比：“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
 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19] 根据出土的先秦时期各类青铜器的检测报告，在当时所铸造的各种青铜器的实际合金配比，要比文献的记载更为丰富，而涉及到的材料和技术的知识则与现代冶金学理论知识颇为接近。
 在传统手工艺的实践过程中对材料的把握，致使中国人对自然事物的物理与物性之认识的相关知识逐渐得以体系化。而体系化的知识则为各类自然材料在不同时期的社会生活中得以广泛应用提供了理论支持，有力地促进了传统手工艺的发展和不同品类手工艺产品质量的提高。材料之优劣，是决定传统手工艺产品质量高下的主要因素，而与材料相关的知识是材料优劣之判断的理论依据。唐代的弓箭艺人可以根据弓的材料性质来判别其质量，若是弓之“木心不直，则脉理皆邪，弓虽劲而发矢不直”[20]，其依据便来源于与木材以及与制弓的技术经验相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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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砍砸器 旧石器时代湖北省郧县弥陀寺学堂梁子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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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石核 旧石器时代 湖北省郧县弥陀寺学堂梁子出土

二、对手段的方式及其规范之认识
 在传统手工艺之本体的相关知识体系中，手段是指在处置材料的基础上形成的工艺技术及其规范。在中国古代，传统手工艺之“百工从事者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圆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悬，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21]这里的法即法度，也是规范。这样的规范既要符合材料的自然特质，也要符合工艺技术的制作规律，如同台湾家具工艺大师叶泰钦所说：“直的要直，平的要平，弯的要顺。”[22] 规范是传统手工艺在实施过程中的具体工艺技术规程，亦为某一类或某一种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功能要求指标。具体的工艺技术规程是传统手工艺产品质量的保障，比如“‘刻削之道，鼻莫如大，目莫如小。鼻大可小，小不可大也；目小可大，大不可小也。’举事亦然，为其不可复也，则事寡败也。”[23] 而具体的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功能要求指标则是其进入社会生活的通行证。传统手工艺之手段的方式及其规范的相关知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累积起来的，是在人们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总结出来的，并且是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被反复印证的。
 在石器时代之初，人们偶尔发现破碎的砾石边缘切割东西比较省力，于是，便开始用石头击打石头使之破碎，由此发展成打、砸、敲、磨、钻等加工方法。后来，在劳动实践的过程中，人们逐渐对各种石料的性质有了认识，找出了各种石料的处置方法，制造出了可以用来进行刮削、锤击、砍劈、锥刺等不同形态的石制工具。同时又将处置石料的方法移植到其他的材料上，有目的地对兽骨和木、竹、藤等材料进行刮削、打磨，从而创造出具有不同功能的骨制、木制器具。1985 年10 月13 日，在重庆市巫山县龙骨坡化石点发现了“一件明显经过加工和使用过的石制品”，同时还发现了一件“有人工刻划的痕迹”[24]的骨片，可以认为是最早的进行有目的加工的实物资料。随之，人们在打制石器的实践中逐步掌握了磨制工艺，于是便出现了半打制、半磨光的石制工具。磨制工艺还被用于早期的装饰品的制作，这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新洞发现的距今约10 万年前的两枚磨制骨质装饰品上得到了证明[25]。到了旧石器时代晚期，人们制造石器工具的工艺除了采用直接打制法外，也开始部分地使用间接打制法。随着制作工艺的成熟，终于制造出了精细加工的磨制石器，即典型细石器，同时还出现了许多经刮制、磨光的骨质制品，有磨制精致的骨针和磨光的鹿角等。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人们对石料的选择、切割、磨制、钻孔、雕刻等工艺程序已经有了一定的要求。硬度较高的岩石多用来制作大型的、坚固耐用的器具，而制作小件的辅助性工具则选用石质较软的石材。石材选定后，通过打制、裁截定型，然后在沙质砺石上蘸水添沙研磨，使之周边整齐，表面光滑，锋刃锐利。最后还要将成型的石器放在兽皮上反复磨擦，使其表面光滑起来。磨制石器的各部位比例更为合理，器形对称、挺拔，用途也趋向专一。在南方地区，石器的加工还采用竹管钻孔、石钻钻孔和琢磨钻孔的技术，制作出带有穿孔的石器工具。加工石器的工艺亦可以用于玉器。《诗经》中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诗句，宋儒朱熹注之，引“程子曰：玉之温润，天下之至美也；石之粗厉，天下之至恶也然。两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后玉之为器，得以成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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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骨饰（10 件） 新石器时代 最长3.6cm 最短0.8cm 1980 年包头市东郊阿善遗址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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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刨子 江苏省南通市

石材加工工艺规范的发端、形成、完善之进程而言，从最初的击打石料到形成石器的加工工艺，再到移植转换形成琢磨玉石的加工工艺，从对各种石材的认识到形成玉石的加工、鉴赏的体系化知识，其间的发展已经有了数十万年的历史。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手工艺发展的进程中，与竹、木、柳、藤、草、棉、革、漆、土、陶、瓷、金、银、铜、铁、锡等材质相适应的雕、镂、刻、削、染、缝、绘、髹、铸、琢、磨等各种工艺之规范的形成历程亦大体如此。
 在传统手工艺之手段的方式及其规范的形成过程中，工具的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工械技巧，物究其极。”[27]工具是实施工艺技术的重要因素，是在人类的劳动过程中产生并得以发展起来的。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当某个事项无法依靠人类自身的四肢和体力去实施时，可以借助工具来完成。工具的使用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和生活的质量，也使人类的手之功能得到了锻炼，并促进和加强了大脑的直观思维能力，人体的协调感、空间感、方向感以及灵敏程度均得以改良和强化。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规模的扩大和行业分工的渐趋细致，工具也向着专门化、规格化和配套化的方向发展。民间流传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和“手无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俗语，其原意源自于对工具的专门功能和作用的强调。在一些专业操作性较强的行业，均备有功能齐全的各种类型专业工具，而与之相配套的工艺技术及其规范在操作时则更为严格。
 在大多数传统手工艺的行业中，初学者的学艺生涯是从关于工具的知识和技能的训练开始的。不同的行当使用不同的工具，宜兴紫砂“做花货和做光器所用到的工具品种基本相同，主要有木搭子、镑皮刀、矩车、明针等一系列工具。两者最大的差别在于做光货的工具线条简单些，而做花货的工具很讲究造型，有很多为满足不同曲线需要的辅助工具。”[28] 各种专用工具的作用是不同的，“壶身用大转盘，壶盖用小转盘。讲究的工具主要是和线条有关的，像‘勒子’，壶肩用一种，壶肚用一种，壶底用一种，转折的地方也要专门做一种（工具），篦子、明针也是这样，每一处线条都有对应的工具。”[29] 在学习工具知识的同时，需要训练手的掌控功能和掌握工具的技能。
 因为任何工艺技术都是“先工后艺，工要娴熟，要到位”[30]，苏州刺绣大师李娥英也说过“没有技哪有艺”的话。而技能的训练也是学习相关知识的过程。“技能是熟练，技术是理解。”[31]当然，这些只是对初学者的要求，而对于高手来讲，工艺的技术和技能已经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如何忘记工艺技术，即在对材料的处置过程中让工艺技术如同自身的本能，能够对材料自然而然地进行处理乃至创造。而这样的创造须是合乎规范的创造，如此要求高度的智慧和工艺技术知识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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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海南黎族妇女在交流染工艺的经验




14. 竹躺椅

三、对形态（结构、造型和装饰）的相关知识之认识
形态，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在传统手工艺之本体的知识体系中，所谓的形态则是指传统手工艺产品的最终表现形式。由形态所体现的中国人的智慧以及审美理想和精神世界的观念知识，是通过结构与造型和装饰等的范式与规则来实施的。“凡工人之作为器物，犹天地之造化。所以有圣者有神者，皆以功以法，故良工利其器。”[32] 如髹漆工艺的“髹具工则，乃工巧之元气也。”[33]
 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形态之优劣与多种因素有关，《考工记》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34]“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保证传统手工艺产品制作质量的基本要求。“天时”是指自然运行的时序，如节气、气候、阴晴、寒暑的变化等；“地气”指不同区域的地理、气候、生态环境等的要素。有经验的手工艺人在制作实践中，非常在意不同的季节和气候对手工艺活动的影响。明代顾绣艺术家韩希孟在工作时，“心情不好时不绣，天气不好时也不绣:‘风冥雨晦，弗敢从事；往往天晴雨霁，鸟悦花芬；摄取眼前灵活之气，刺入吴绫。’”[35] 至于“工巧”之标准，人们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墨子》中的一个故事则对工巧进行了诠释，“公输子削竹木以为，成而飞之，三日不下，公输子自以为至巧。子墨子谓公输子曰：‘子之为也，不如匠之为车辖，须臾刘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为功，利于人谓之巧，不利于人谓之拙。’”[36]“材美”虽然与前述之材料本身品质的知识有关，而作为形态的材料所需要关注的则是色泽、纹理、手感和密度、强度、硬度等方面的感觉和认识。
 古代以“功致为上”[37] 为传统手工艺之“良”器的具体标准。对此，孔颖达[38] 疏云：“必功致为上者，言作器不须靡丽华侈，必功力密致为上”[39]，这也是古人们的普遍认识。延续传承至今，则以“经久耐用”、“以质求量”等标准体现出来。所谓“功致”，是坚固细密的意思。要达到“功致为上”的要求，就需要通过精密准确的“工巧”手段来实施。在多数情况下，手工艺人的造物实践并非是具有探索意义的创造性活动，而是遵循一定的制作规范和技术要求，循序渐进地实施制作的生产活动。
 所谓“圜者中规，方者中矩，立者中县，衡者中水，直者如生焉，继者如附焉”[40]，要求手工艺人必须遵循精确严密的规则来进行造物。蔡元培曾经说过，“雕刻之精者：一曰匀称，各部分长短肥瘠，互相比例，不违天然之状态也。二曰致密，琢磨之工，无懈可击也。三曰浑成，无斧凿痕也。四曰生动，仪态万方，合于力学之公例，神情活现，合于心理之公例也。”[41]这样的标准也可以视为对传统手工艺的“良”器之造型的要求。
 结构是指承担造型之重力或外力的部分之构造以及形体各部分的搭配和排列。结构的合理与否，与能否满足器物的功能需求有着直接的关系。马车是古代常见的普通运输工具，由于各种道路状况的不同，不同的马车在结构功能上亦有差异，车毂的长短也各不相同，“行泽者欲短毂，行山者欲长毂。短毂则利，长毂则安。”[42《] 考工记》中有关于车顶伞盖的形制、构件、尺寸以及安装要求的记述，“轮人为盖，达常围三寸，桯围倍之，六寸。信其桯围以为部广，部广六寸，部长二尺。桯长倍之，四尺者二。十分寸之一谓之枚，部尊一枚。弓凿广四枚，凿上二枚，凿下四枚，凿深二寸有半，下直二枚，凿端一枚。弓长六尺谓之庇轵，五尺谓之庇轮，四尺谓之庇轸。参分弓长而揉其一，参分其股围，去一以为蚤围。参分弓长，以其一为之尊。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霤远。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已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43] 如此不仅考虑到伞盖的倾斜高度，还考虑到样式之美观，甚至连下雨时的排水功用都有所用心。




15. 料钵 高7.9cm 口径13.4cm 小料瓶 高4.3cm 腹径4.9cm 北魏河北省定县城内北魏石函1964 年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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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吕尧臣 听雨壶 长13cm 宽10cm 高7cm


 造型为传统手工艺之形态的直接表现，同时，也是一定历史时期的观念和精神的物化表现。传统手工艺产品的器物造型之原型多来源于大自然，因为“大自然在最基础的水平上是按美来设计的”[44]，所以古人认为“天地有大美”[45]。在自然界中，可作容器的物体形态多以丰富的曲线来构成，有史以来的器物造型亦受之启发，以圆作为基本的器物造型语言，无论是陶器，还是漆器，乃至玉器和瓷器，其富有变化的外形曲线，或挺拔、或缠绵，或刚健、或柔弱，就连刚强的青铜彝器之线条也是直中有曲，富有变化。这样的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如宜兴茶壶的“不同光器是有区别的，圆形光器的造型要求是圆、稳、匀、正，柔中寓刚，圆中有变，厚而不重，稳而不笨才算是美。方形器追求线条流畅、轮廓分明、工整对称、平稳雅重、方中带圆才是好。当然光器最重要的是简单又不失内涵。”[46]
 另外，对于器物装饰的要求，古人提出了“文质彬彬”的主张，因为“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47]，只有“文”与“质”的自然平衡，才能使功能与审美达到和谐统一。当“良”之器物与自然相平衡，与生活环境互为映衬，融入情理之交融时，方才真正体现出中国传统手工艺的美学精神。
附记：两点说明
 近几十年来，“工艺美术”一词已经取代了“美术工艺”而成为正宗，并且涵盖了“传统手工艺”的全部。作为强势的一家之说的一面之辞，当然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来自于相关的学理讨论。仅就构词之法而言，无论是“工艺美术”，还是“美术工艺”，都是由“工艺”和“美术”二词构成，属偏正结构，不同的是二词的排列顺序。谁偏谁正，归于一处便有了较大的差异。按字面逻辑理解，“工艺美术”一词可以解读成用“工艺”完成的“美术”；而“美术工艺”一词也可以解读为具有“美术”倾向（或是带有“美术”性质）的“工艺”。于是，用“工艺”完成的“美术”与具有“美术”倾向的“工艺”就有了本质的区别，似乎是两个行当。至少字面意思如此。由此看来，“工艺美术”属于美术，已经与传统手工艺没有关联。而“美术工艺”则依然在传统手工艺的范围之内，仅仅只是风格上带有某种倾向的工艺而已。此为一。
 与传统手工艺相关的知识体系是客观存在，包含的知识非常丰富，所涉方面极广，决非以“材料”、“手段”、“形态”之归纳所能囊括。在此只是就其本体相关的知识体系进行探索和讨论，没有扬此抑彼之意。近年来，许多专业人士出身的理论家和学者对“文化产业”以及相关概念表现出极高的热情，对所谓的“新的经济增长点”、“产业集群”、“规模效应”、“流通方式”予以重点关注，似乎本专业的若干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已经解决，只须将“工艺美术”与这些名词相关联就可以“取得跨越式发展的新成就”；而各种学术背景的以“文化”为业的专家们，则以非专业人士的身份为传统工艺美术的发展开出了很多具体的“药方”，如：要对传统工艺美术“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要以价廉物美的合成材料替代传统的材料，要引进高科技“从根本上改变手工操作的落后状况”，要“规格化”、“产业化”地“批量生产”以满足市场的需求，要“走向市场”使其附加值“得到最大效益”，还要“走向世界”“换取外汇”等等。如此讨论，热闹非凡。但好像并不能解决工艺美术的问题。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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